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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學和經濟學文獻都指出威權體制的穩定性，因此政治均衡的改變只能

仰賴上天和領導者的慈悲。本文將引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企業家精神和文

化演化理論，論述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是一段完整而成功的政治民主化運

動，並稱此論述為暴力邊緣論。本文將把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中出現的抗

爭事件數量化，並利用實證模型分析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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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言 

在任何一個政治體，來自各方力量的角力結果將決定其政經狀態，也就是政

治權力和經濟利得的分配。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各個時期的政經狀態都是處於均

衡，且在無外生衝撞下會繼續維持。稍大一點的衝撞會讓政經狀態暫時脫離均衡，

但該政治體的調整機制會再將失衡狀態帶回原均衡。North (1980) 的財產權調整模

型即為該學派的典型理論。2 當一個政治體愈有能力化解外生衝撞，其均衡便愈穩

定。在歷史上，專制統治被認為是一個能維持超級穩定均衡的政體，因為它在民

主政體出現之前穩定運作了千餘年。3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延續 North 的分析，但在視民主化為財產權的

調整過程後，卻發現西方歷史上的專制統治也是逐漸走向民主政體。4 然而，西方

社會的民主化過程歷經兩百多年，並不適宜用以說明上世紀一些國家在短時間內

打破專制統治的過程。由於上個世紀是經濟快速成長的時代，如 Monshipouri (1995) 

便認為經濟快速成長促成這些國家的自由化，而自由化的結果引發人民對民主化

的要求。5 Tien (1995) 也認為經濟快速成長是台灣能成功地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

的驅動力量。6 這樣的論點等於是說：政經發展存在一條固定的軌跡，一旦專制統

治能順利地啟動經濟成長，也就會循著這條軌跡自動發展，依序出現自由化和民

主化。當然，也有學者不認為這軌跡的存在，如 Huntington (1991) 和 Przeworski 

(1991) 便都認為自由化有可能會推動民主化，但也有可能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障

礙。這些文獻在方法論上則是一致地接納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的論述方式，把政

 
2 在該模型中，角力的力量來自統治者、統治者的潛在競爭對手者、百姓等三方面，而其均衡時便

決定財產權以及伴隨財產權衍生之利得的分配。統治者為了維持這均衡，會提供公共財以交換人民

的租稅，會採取壟斷手段以維護既得利益，也會封鎖潛在競爭對手的發展機會；而人民會就當時情

況決定順從統治者或支持其潛在競爭對手。只要人民選擇順從的機會成本沒有改變，原均衡就能持

續。當外生因素變動的衝擊不大時，統治者只要略施暴力鎮壓，就可以讓人民（不得不）繼續順從；

如果外生因素變動的衝擊巨大，統治者必須主動調整財產權的界定和配置，讓人民滿意新財產權下

的利益分配並繼續順從。 
3 Tullock (1971) 認為擬推翻統治者的競爭對手也是個經濟人，他知道影響人民參與革命的決定因

素是獎罰以及在革命過程中遭逢的傷亡風險，因此，即使在革命過程中有額外的獎罰機制，但在革

命之後所提供的公共財並不需要比革命之前好。革命只是改朝換代，至於政治權力和經濟利得的分

配則無改變。換言之，革命只是一個短暫的干擾，會再返回原來的威權均衡。 
4 該文指出：握有權勢的貴族與富人害怕窮人的革命威脅，認定革命帶來的損失遠大於開放選舉權

或增稅的損失，於是釋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發生。當窮人一次又一次以發起革命為威脅，讓貴族

一次又一次選擇開放選舉權及增稅後，政治體制也就逐漸走向民主化。 
5 同樣地，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也認為自由化常是民主化的先驅。 
6 政治學方面有不少文獻討論經濟發展對威權體制穩定性的影響，如文馨瑩 (1990)、朱雲漢

(1989)、蕭全政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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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體的發展看成一個已內設程式化但未公開內容的自動化過程，而研究者只要記

錄前導政治體不斷展開和呈現的內容，就可用之以預測後進政治體在各階段將相

繼展現的內容。換言之，這些內設程式對政治體之發展的控制力遠遠超越政治體

內任何個人的追尋與行動能力，而後者的作為最多只能作為發展史上的註腳。 

另外，上述論述既然已經預言經濟成長一旦啟動就會斷送威權統治，那麼，

執政菁英不僅會設法阻止自由化，甚至連經濟成長都不願推動。當然，執政菁英

有時迫於世界政經大環境的壓力不得不接納局部自由化，但就如Mainwaring (1992) 

和 Linz and Stepan (1996) 指出的，他們也會極保守地壓制民主化。就當前為例，

在經歷經濟快速成長和逐步展開經濟自由化之後，中國共產黨卻計劃於其第十九

次黨大會之前完成「具有中國特色之民主政治理論」，而其特色則是完全拒絕西方

民主政治傳統的三權分立和多黨政治兩大支柱。 

這些發展說明了政治菁英對政經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力。Huntington (1991) 在

研究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後，就指出：蔣經國的個人決定和作為才是影響台灣民主

化過程最有力的因素，因為民主化不會自動地在威權政體下出現，除非執政菁英

主動帶頭並推動從上到下的民主改革。另外，李筱峰 (1988) 則提出執政精英的消

極改革論，並指出：1986 年民進黨自行宣布組黨時，蔣經國先生隨後即表示政府

應儘速取消戒嚴。7 這也同樣地承認蔣經國的消極作為是對台灣民主化過程最大的

貢獻。 雖然這論述否定了內設程式的主控力，並讓執政菁英的個人意志與行動力

去決定政治體的發展，但也蘊含一些隱憂：若執政菁英沒有意願推動民主化，即

使像中國大陸這樣成功地發展經濟，其政治民主化仍將遙遙無期。的確，威權統

治下的執政菁英不阻擾自由化和民主化已經難能可貴了，要期待他們主動來推動

民主，無異是在盼望五百年才一出的聖王。 

因此，除了前述由執政菁英從上到下的民主改革外，非執政菁英從下到上所

推動的「民主化運動」是否也可能成為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另一種解釋？8 若是，一

個政治體在執政菁英缺乏推動民主化之意願時，也就不會只剩下革命一途，因為

至少還可將最後的希望寄託給非執政菁英。本文無意探討執政菁英從上到下的改

革是否為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力量，而是提出另一套從下到上的替代性解釋理論，

 
7 李筱峰 (1988：242)。 
8 此處的運動 (movement)，不是指個人或群眾的行動，而是指稱一個持續發展的現象，如 Posner 所

稱的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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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暴力邊緣理論」。概略地說，我們從這理論發現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曾出現

一批批的政治企業家，他們在武力鎮壓的威嚇下散佈民主思想並尋找威權統治的

突破點，而每次的運動都與威權政府對峙並在瀕臨暴力衝突邊緣下不斷試探政府

不鎮壓的容忍底線。隨著底線的明確化，非執政菁英會繼續提高民主訴求，進一

步的民主訴求也再度提高政府的鎮壓成本。如此循環推進，威權政府不斷修正底

線，非執政菁英不斷提出更高的民主訴求；民主政治於焉成立。這過程類似於奧

地利經濟學派在解釋制度演化時所採用的文化演進學說，只是本文將以政治企業

家取代其市場企業家的主動角色。 

從威權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轉變無法在一夕間完成，更何況臺灣經驗展現的是

非革命的文化演化過程。這過程依賴的是接踵而至的政治企業家的開拓和貢獻，

他們在不同的時期面對不同的環境和成本，但同樣地會提出另類遠景（政治民主

化）供當時的給人們選擇。政治企業家必須有實現理念的能力，因此除了提出遠

景之外，也應該降低跟隨者所面臨的成本和風險。因此，隨著時間，成功的演化

過程必然會先經歷一段較長的萌芽期，此時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另類思想的最大障

礙，這也使得政府在消滅另類思想上顯得輕而易舉。這時期的政治企業家只要有

能力在堤防上鑽出個小孔，就已算是不小的成就。隨著異類思想的接踵出現，人

們接受程度提高，政府消滅另類思想的成本將上升。社會這時將處於不穩定期，

也就是另類思想有機會發展成主流思想的轉型時期。 

在結構上，本文第二節將討論政治企業家的意義和角色，並於第三節回顧台

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和出現的政治企業家。第四節提出政治轉型的暴力邊緣理

論。實證方面的數據和結果將於第五節中討論。最後一節是本文結論。 

 

 

第四節 暴力邊緣路線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斷交，政府發布緊急處分令，延期選舉並停止競選活動。

黨外人士召開會議，要求迅速恢復選舉，堅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他們原計

劃於 1979 年二月初為高雄地方政治領袖余登發舉辦慶生晚會並公開集會演講，但

警總提前以涉嫌參與匪諜叛亂為由帶走余登發父子。1 月 29 日，他們聚集於高雄

橋頭鄉，公開指責政府違法亂憲政並以誣陷罪名逮捕余登發父子，遊街抗議。此

為戒嚴以來第一次的政治性示威遊行。當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因參與遊行而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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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職。5 月 26 日，黨外人士抗議許案再度集會，現場聚集兩萬多名群眾，軍警動

員鎮暴部隊待命。 

面對鎮暴部隊，黨外人士出現兩種不同的路線：康寧祥、黃煌雄、江春男等擔

心激進行動會招致嚴厲鎮壓，從而打擊萌芽中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故主張議會路

線，經由參與競選公職以取得政治權力；黃信介、許信良等則認為政府鎮壓反可

創造有利於黨外的普遍情勢，從而有利於民眾力量的匯聚迫，反而容易迫使政府

走向政治民主化。橋頭事件之後，康寧祥等人發行了《八十年代》雜誌 9，堅守溫

和的體制內改革路線；黃信介等人除了發行《美麗島》雜誌外 10，開始於各大都

市設立分社及服務處，巡迴各地舉辦大規模的群眾性演講。由於政府對這兩派的

態度不太一樣，相對於「八十年代派」的平安無事，「美麗島派」始終受到政府的

牽制與來自不明人士的破壞。11 

1979 年 12 月 10 日，美麗島派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時與軍警發生流血

衝突，此稱「高雄事件」，為戒嚴來最大規模的遊行衝突。政府追緝逮捕美麗島派

領袖，並公開審判。康寧祥頓時成為黨外各派的領袖，奔走為美麗島派領袖尋找

訴訟律師。張德銘、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等司法界人士都是在此時

加入政治民主化運動。 

黨外人士在中壢事件中已經領會到群眾力量的可畏，而高雄事件更讓他們醒悟

到：政治民主化運動既然已深入民間，策略上便可以採取更為激烈的街頭抗爭，

只要避免武裝暴動或流血衝突的發生。在 1947-1979 年的萌芽期，這群政治企業家

先是以發行政論性雜誌來宣揚理念，遇到政府查禁甚至逮捕入獄時，便將民主香

火交由後起之秀繼續推出新的政論性雜誌；直到康黃兩人在公職人員的選舉中崛

起，他們才開始走向議會路線。然而，不同於議會路線，街頭抗爭路線可以讓他

們在策略上化被動為主動：想造勢時不必被動地等到選舉期間，想面對群眾時也

不必侷限於願意親臨會場的人們。街頭抗爭讓他們能夠把群眾的支持度直接呈現

給還在觀望中的人們，誘導他們在重估參與成本後提高參與意願。不過，街頭抗

 
9 《八十年代》，1979 年 6 月創刊，康寧祥為社長，江春男（司馬 文武）擔任總編輯，於 1979 年

12 月 20 日被停刊。後康寧祥等人又申請《亞洲人》期刊於創刊號上刊登「美麗島事件專輯」，於

1980 年 4 月起被處停刊一年。 
10 《美麗島》，1979 年 8 月創刊，黃信介為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天福為副社長，張

俊宏任總編輯，於 1979 年 12 月撤銷執照，永久停刊。《八十年代》與《美麗島》分別代表了台灣

反對陣營在策略選擇上的差異，溫和派多以政黨結構、國會改革、司法不公及戒嚴體制為主要訴求，

激進派則多以國家認同、政權基礎與住民自決為訴求 (黃德福，(1992) 頁 108) 。 
11 1979 年，發生多次不明人士砸毀《美麗島》各地辦事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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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也是充滿著各種不可預測的可能性，任何不經意的現場衝突都可能在激情下擴

大成難以控制的流血暴動，甚至發展成突發性的革命。突發性的革命是否為當時

黨外人士所期待的政治發展？這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本文認為這不是

理性的策略，因為當時的群眾並不具有武裝力量，而社會大眾也不會願意傷害到

每年接近 10%的高度經濟成長率。即使就政治意識而言，國民黨政府雖是外來政

權，卻也不等於就是殖民政權12；更何況它一直都很用心地在經營地方政治事務，

其政治觸角早已深入全省各地的寺廟、農會等地方性組織。 

為了避免街頭抗爭不幸陷入暴動或革命，他們除了必須隨時在現場觀察遊行的

規模與參與群眾的情緒，還得在抗爭中試探政府當局的容忍底限以尋找出暴力衝

突的臨界點。13 作為政治企業家，他們在抗爭之前得募集資源、擬定戰略、動員

參與群眾，在抗爭中評估暴力衝突的臨界點、激起和操控群眾情緒。當時，黨外

人士稱此能將群眾情緒控制在暴動發生之邊緣地帶的抗爭路線為「暴力邊緣路

線」。14 

支持暴力邊緣路線的「暴力邊緣論」，其實在高雄事件之前就已出現。姚嘉文

與施明德坦承暴力邊緣路線是一種抗爭策略，其目的在於找出政府的容忍範圍，

以便在此範圍內爭取到最多的自由。底下是他們的一段口述： 

姚嘉文：「暴力邊緣論」是我介紹出來的，但不是我發明或主張的。國民黨一

直說我們是暴力份子，醜化我們。我們當然是避免暴力，也不想用暴力。…

ㄧ旦我們運用了暴力就失敗了，所以那時就談用「暴力邊緣論」，把我們的活

動推向接近暴力，但是不可以真的採行暴力。…街頭運動有三種層次：宣導、

抗議、最後才是壓迫性的。我不太贊成抗爭性的層次升高成決戰性的，抗爭

提升到跟鎮暴部隊衝突起來，一定是我們輸，一定是我們被打。…超過暴力

 
12 對抗殖民政權的例子如印度：印度聖雄甘地，為了爭取印度獨立而採取不合作公民運動，在這

期間民眾跟隨他以罷工、街頭行軍的方式對英國在印度所施行不合理的法令與稅法表達不滿，甘地

一生中因為他的堅持而入獄九次，絕食十七次。他本人反對以暴力來迫使英國政府回應，但在群眾

聚集的過程中，仍然發生了幾次流血衝突。甘地的不合作行動與絕食帶領著印度人團結反抗，最終

爭取到印度獨立。雖然後來以回教及印度教的分歧而分為巴基斯坦與印度兩個獨立國家，這非甘地

的原先希望的本意，但甘地在他一生中為印度所做的路線，都被認定為印度獨立的關鍵。 
13 Thomas C. Schelling 於他的衝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13

一書中提出衝突的發生不在於

雙方是否要爭輸贏，雙方衝突之間還存在著可協商的地帶，而能由其中得到相對的優勢或最終取得

和解的一方，都可說是在此衝突中得到勝利的那方。因此，以這樣的概念來解釋國與國之間的軍備

競賽時，可以看到軍備競賽提升的緊張與威脅正是用以逼迫對方停戰或協商的策略。 
14 和暴力邊緣論相近的概念是 1953～1959 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J. F. Dulles) 的「戰爭邊緣論」。

杜勒斯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訂者，曾於第二次台海危機時發表「新港聲明」，主張以

戰逼和的「冷戰」及「戰爭邊緣」的方式應對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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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好，很接近暴力就很有效。暴力邊緣一線之差很難控制，常會失控。… 

施明德：從十一月底開始，雙方對峙愈來愈升高，我認為統治者因為缺乏安

全感，才會限制你這個、限制你那個，但在他可以容忍的範圍內，他也希望

給你更多一點自由。我們在室內舉行政治演講，說完了、人散了，不會有什

麼問題，他不用這麼緊張。接下來他會讓我們在騎樓下，再來就可以在校園，

或靜態的就可以，之後就是移動性的。…先前橋頭遊行是回應國民黨抓人的

行為，接下來就是從室內到室外，從靜態到動態。開始時國民黨完全不准我

們集會，室內、室外都不行，不准遊行，後來變成可以讓我們事先討論；從

完全不准到允許可以申請，這已經向前邁向一大步了。有幾次我們不得不跟

他槓上，我們就是非要不可，看他怎麼禁。進入到可以申請的階段，活動範

圍和執行方式都會有空間。這一歩是我們偷到的。我們的運動要怎麼進行，

事先都不跟工作人員講，講了警總方面和情治單位可能就有意見了。(《珍藏

美麗島口述史》，第二部第十八章第三節)15 

 

經過中壢事件和高雄事件，黨外陣營擁有的群眾支持和抗爭知識已比過去增加許

多。誠如姚施二人在談話中所透露的，黨外人士不斷在尋找更為有效的抗爭策略，

暴力邊緣論是他們當時的發現。 

這個理論需要的現場操作知識遠多於理論知識，而現場知識只能親身從街頭

遊行抗爭中學習。除了學習，他們還必須清楚地畫出一條參與群眾和一般百姓都

可以容易辨識的紅線，也就群眾在抗爭時行使暴力所不能超越界線；這樣，他們

才能辯護其抗爭方式屬於對抗鎮暴鎮壓時必須的力量威嚇，而不是暴力的放縱。

這條紅線的落點不可能在抗爭之前就藉由理論推演劃定，因為它的位置和內容，

決定於參與群眾在現場的自我節制、現場旁觀群眾的接受度、遊行帶頭者對現場

群眾的操控能力等因素。姚施二人的談話只說出他們對於有效路線的理解和期

待，並未提及一條容易辨識的紅線。當然，本文也無法從任何理論去預知紅線的

內容；但從事後看來，畫定這條紅線內容的規則卻相當清楚：第一、抗爭的會場

或隊伍的後頭跟隨著一群「民主香腸」的販賣攤販，他們純粹出於商業動機自願

跟隨；第二、即使出現暴動，參與群眾的攻擊對象也僅限於政府機關和公物，不

 
15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1999)，《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

團的發展》，時報文化出版，第十八章第三節 329-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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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侵犯私人財產。 

高雄事件後，主張街頭抗爭路線的美麗島派大都入監服刑，黨外勢力在溫和派

領導下發展議會路線。1980 年底，政府恢復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許多高雄事件的

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紛紛投入選戰：如律師張德銘、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張俊

宏之妻許榮淑等。他們將高雄事件作為競選議題，到處鼓吹民主政治，最後也讓

自己高票當選。 

他們的高票當選開出一條人們預期之外的效果。若就「妻代夫職」的原本參

與動機言，議會路線對於這群家庭主婦應該是優於街頭路線的選擇。但經由對高

雄事件的控訴，整個競選過程成了反思街頭抗爭的集體對話，大幅地提升了全國

民眾對街頭抗爭的理解和認同。於是，黨外人士已不再畏懼軍警的鎮壓逮捕，因

為他們已經從這次的高票當選結局中看到民眾的支持，知道他的家屬可以循此路

線投入新的選戰。當選之後，美麗島派重新以家屬們新取得的政治權力和溫和派

抗衡。自 1981 年，黨外陣營再度出現街頭抗爭路線與議會路線的爭論。1983 年，

溫和派在立委選舉中慘敗，美麗島派則戰果輝煌。自此之後，街頭抗爭路線和暴

力邊緣論就成了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主要策略。 

溫和派雖然在選舉中慘敗，但黨外陣營在議會路線的這段期間中逐步發展出

政黨的雛型。1981 年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他們提出類似政黨提名制度的推薦方

式，推出共同的競選主題，集中輔選，打出「黨外」的綠色旗幟。1984 年，他們

成立常設的「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並於各地設立分會，儼然成為一個

政黨。16  

 

 

 

 

第六節 模型與數據 

「暴力邊緣」的界定在於政治企業家是先認定的政府底限，政治企業家將他

們所預估的底限視為每次抗爭時政府可以容忍的界線，若超過此界線，則可能會

 
16 對此新的「政黨」，政府並未強加取締，反是邀請學者與之溝通。參與的學者包括陶百川、胡佛、

楊國樞、李鴻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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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嚴重的鎮壓行動；若政治企業家對於此底限低估，政府因此沒有任何回應與

行動時，同樣的訴求將會再發動下一波的抗爭。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官方統計，1987 年的群眾抗爭次數達 1835 次。雖然許多

抗爭不是政治訴求，但這說明了抗議與示威已成為民眾爭取權利的重要手段。本

節收集了從 1977 年的中壢事件至 1992 年的總統直選之間以政治訴求為主的抗爭

事件，共 36 件，列於下表一，其中並不包括以社會問題為主或出於一般民間團體

的抗爭事件。由於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從 1983 年之後才以街頭抗爭路線和暴力邊

緣論為主要策略，故本文並未將該年之前的四次抗爭(從 1977 年的中壢事件至同年

的高雄事件)視為計畫下的策略，也就在表中未加以編號。換言之，本文實證分析

所採用的觀察數據僅 32 項事件，從 1986 年的 519 解嚴遊行到 1993 年兩國兩制遊

行。由於觀察的八年期間 (1986-1993) 並未出現抗爭失控現象17，因此本文假設黨

外陣營的政治企業家們充分理解暴力邊緣論的意義並以其作為抗爭的行動綱領，

亦即假設：他們相信政府對於抗爭事件的回應強度會和民眾的抗爭強度存在正向

的相關性。 

 

 

 

 

表一 抗爭事件 

編 號 時 間 觀 察 事 件 說      明 

-- 1977/11/19 中壢事件 桃園縣長選舉監票衝突 

 
17 本文對於未抗爭失控的定義於第五節（第十八頁）中所述：“第一、抗爭的會場或隊伍的後頭

跟隨著一群「民主香腸」的販賣攤販，他們純粹出於商業動機自願跟隨；第二、即使出現暴動，參

與群眾的攻擊對象也僅限於政府機關和公物，不會侵犯私人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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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1/22 橋頭事件 余登發被捕，黨外人士於橋頭抗議遊行 

-- 1979/12/9 鼓山事件 
美麗島雜誌活動宣傳，與警方發生衝突

事件 

-- 1979/12/10 高雄事件 
美麗島人權日大型遊行，發生嚴重衝突

事件 

1 1986/5/19 519 解嚴遊行 要求解除戒嚴，於龍山寺前靜坐抗議 

2 1986/9/28 民進黨組黨 集會自行宣布組黨 

3 1987/3/18 318 解嚴遊行 
解除戒嚴，反對國安法，於立法院前抗

議 

4 1987/5/19 519 解嚴遊行 要求馬上解嚴，反對國安法，遊行抗議 

5 1987/8/20 北市長民選 
要求台北市場直選，申請集會遊行至市

政府 

6 1987/10/19 台獨叛亂案 抗議台獨主張被控為叛亂罪 

7 1987/12/25 國會改選 要求國會改選，遊行至中山堂示威抗議 

8 1988/2/8 國會改選 
要求國會改選，舉行演講，並用電話宣

傳 

9 1988/3/29 國會改選 
抗議國會遲未改選，非法遊行並爆發衝

突 

10 1988/5/20 農民請願18 要求全面農保，合法遊行最後爆發衝突 

11 1989/1/17 國會改選 
要求資深國代退職，全面改選，非法包

圍立法院 

12 1989/1/29 國會改選 
要求資深國代退職，全面改選，非法包

圍立法院 

13 1989/10/10 許信良案 

要求政府釋放偷渡返台的許信良，不該

以叛亂罪起訴，非法集會總統府前及台

北土城看守所前抗議，爆發嚴重衝突 

 
18 農民請願事件在薛化元教授 (1998)的歷史年表中分類為政治事件，參照當時事件的紀錄，訴求

中第四項為：“農會還權於會員”，因威權體制下，各式工會等領導階層接由國民黨政府直接掌控，

因此此訴求涉及政治議題，所以本文將此納入政治訴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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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89/12/8 台南選舉爭議 
懷疑作票，要求重新驗票，並有抗爭衝

突事件 

15 1989/12/25 國會改選 
要求資深國代辭職，國會全面改選，合

法集會遊行 

16 1990/2/20 立院院長改選 
要求資深立委退職，阻止僑選立委選

舉，出現暴力衝突 

17 1990/3/14 三月學運 
要求解散國大，總統直選，學生靜坐抗

議 

18 1990/3/18 三月學運 二度要求解散國大，靜坐抗議 

19 1990/5/6 反對郝柏村組閣 
抗議軍人身分的郝柏村擔任行政院

長，反對軍人干政 

20 1990/5/30 反對郝柏村組閣 遊行抗議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 

21 1990/5/29 反對郝柏村組閣 持續抗議，爆發嚴重衝突 

22 1990/12/25 黃華事件 
要求釋放主張台獨的政治犯黃華，合法

集會遊行，並呼籲總統直選 

23 1991/4/17 417 資深立委退職 遊行抗議資深國代修憲 

24 1991/5/12 獨台會事件 靜坐抗議要求釋放獨台會被捕人員 

25 1991/9/8 公投入聯合國 
合法集會遊行，要求以公民投票方式決

定重大議題 

26 1991/10/8 一百行動聯盟 
要求廢除刑法一百條第二項叛亂罪，以

反閱兵方式靜坐抗議 

27 1991/10/25 高雄公投台獨遊行 
合法集會遊行，要求以公民投票方式決

定台獨 

28 1992/2/23 台獨黨綱處分 合法集會遊行，抗議台獨黨綱處分案 

29 1992/4/7 刑法一百抗議 
絕食抗議，要求釋放政治犯，廢除刑法

一百條 

30 1992/4/19 419 總統直選 
要求開放總統直選，合法集會最後脫軌

發生衝突 

31 1992/12/20 花蓮作票案 
非法集會抗爭，認為立委選舉有作票嫌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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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93/12/18 兩國兩制遊行 
非法集會抗議，要求政府宣示主權為一

中一台 

資料來源：本表所採用的資料以台灣史料編纂小組(1990)和薛化元(1998)為主，並參考事件發生前

後 之 新 聞 。 新 聞 來 源 為 ： 聯 合 報 知 識 庫 ( http://udndata.com/ ) 和 中 時 新 聞 資 料 庫

(http://www.tol.com.tw/CT_NS/ctsearch.aspx)。  

 

由於在這八年期間抗爭事件接連出現，本文為了簡化分析將假設政府會在下

一個事件發生之前對當次事件做出反應，並以{0, 1, 2, 3} 四個數字來衡量政府對

於事件的回應強度(GOV)，其中數字愈大表示回應強度愈大。若政府對於事件未有

任何回應則，令 GOV 的值為 0；若在口頭上有所回應，令其值為 1；若透過黨政

討論與協商來回應抗爭訴求，令其值為 2；若開始展開立法或修法行動，令其值為

3。如果不考慮其他的政治考量，政府對事件做出回應是需要時間的，譬如政府以

口頭回應所需的時間通常需要一兩天，但以展開修法或立法來回應所需的時間則

較長。因此本文另將政府對每次抗爭事件的回應天數（Period）做一變數，若回應

天數大於 30 天，則視為政府對此訴求需長期考量。 

本節旨在檢驗民眾抗爭強度對政府對事件回應強度的影響。由於被解釋變數

為不連續的數字，本文將採用順序多重分類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來檢測。簡

單地說，本文設立的計量模型為： 

* 'i iy x  = +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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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的被解釋變數 iy *為政府對政治民主化運動的接納程度，這是無法觀察與

http://udndata.com/
http://www.tol.com.tw/%20CT_NS/ct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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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變數，其值決定於一組解釋性變數向量 'ix ，包括本文假設的民眾抗爭程度

(RESIST)以及代表其他替代性假設的解釋性變數，如現場警方的行動

(POLICE)、美方壓力(the Pressure from U.S.A)、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黨外陣營在國會的席次比(the ratio of the membe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in the parliament)及平均國民所得(Average National Income)。另

外，本文也假設 iy *和政府的回應程度 iy 存在著上式中的順序關係，也就是：

當 iy *在不同的範圍內，我們可以衡量到不同的 iy 值。估計參數是這些界定 iy *

之範圍的{ i }和各解釋性變數的係數向量 ，而 為標準常態分配的隨機誤差

項。 

等待檢驗的解釋性變數是民眾抗爭強度。該強度表現在兩方面，其一為民眾

抗爭的方式(RESIST1)，其二為參與抗爭的民眾人數(ATTENDANCE)。在抗爭方式

方面，本文以 {1, 2, 3, 4} 四個數字來衡量其強度：若抗爭方式為合法集會遊行，

令其值為 1；若抗爭方式為靜坐抗議，令其值為 2；若抗爭方式為非法集會遊行但

未發生衝突，令其值為 3；若抗爭時發生衝突但仍在暴力邊緣內，令其值為 4。在

參與抗爭的人數方面，本文亦以 {1, 2, 3, 4, 5} 五個數字來衡量其強度：參與抗爭

之人數在 1000 人以下，令其值為 1；人數在 1000-2999 人之間，令其值為 2；人數

在 3000-4999 人之間，令其值為 3；人數在 5000-7999 人之間，令其值為 4；人數

在 8000 人以上，令其值為 5。民眾抗爭強度的衡量值為民眾使用方式之強度與參

與抗爭人數之強度的加總數。譬如某次抗爭事件的參與人數為 10000 人，其抗爭

方式為合法遊行，則此次民眾抗爭強度為 6。 

    現場警方的行動(POLICE)是指當時警方在現場反應行動的強烈程度。如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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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發展和後果都在政府的掌控中，那麼警方在現場的行動和政府在事後的回應

將具有相當強的替代性，而政府只要擇一而行即可。如果警方在現場的反應強烈，

政府事後的回應則會弱些。因此，實證分析的預期是警方的現場行動與政府回應

會呈現負相關。對於現場警方行動的衡量，本文亦以數字表示其相對強弱：若警

方在現場只維持秩序未有行動，令 POLICE 之值為 1；若警方以口頭方式勸離民眾，

令其值為 2；若警方強行驅離民眾，令其值為 3；若警方出動水車、鎮暴車或以催

淚瓦斯驅離民眾，令其值為 4。 

由於美國對台灣政局影響甚深，來自美國的壓力(USAP)也可能影響政府的回

應方式。限於資料不易取得，本變數僅以虛擬變數表示美方在該期間內是否對抗

爭事件發表反對性意見：以 0 表示未作任何反應，而以 1 表示出現過反對或譴責

政府的聲音。在美國的強大影響下，一旦美國對抗爭事件出現譴責聲音時，政府

的理性選擇是回應民眾的抗爭訴求。在這假設下，USAP 之係數估計值為正。 

如果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步驟和發展的內容大致相容的話，另

外一項替代性假說是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AEFI)。這背後的理由在於台灣的經濟主

要仰賴於國際間的經濟往來，因此理性的政府將隨著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的不斷

提升而加速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於是，該變數之係數的估計值應為正值。AEFI 的

數據來 The Fraser Institute 網頁內的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d 2005 Annual 

Repor，並將各年的 The Chain-Linked Summary Index 加以平均。同樣地，台灣的

經濟發展既然仰賴於國際間的經濟往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和所得成長之間也就

存在著正相關。因此，平均國民所得(ANI)之係數的估計值會是正值。 

最後的替代性假設是黨外陣營在立法院席次的比例 (MP)，這表示政府在國會

中所面對的政治壓力。由於黨外陣營在國會中也是採取暴力邊緣論的抗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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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會議堂上的鬥毆行為去替代拉丁美洲式的街頭巷戰，因此黨外議員帶給政府

的政治壓力具體而實在。因此這項變數係之數的估計值應為正值。 

表二是上述各變數的統計量，其觀察期為 32。 

 

 

 表二 各變數之統計量 

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GOV 0. 3. 1.53 1.16 

RESIST 2. 9. 5.59 2.09 

POLICE 1. 4. 1.88 1.29 

AEFI 5.10 5.90 5.63 0.19 

ANI 3.65 10.01 7.03 1.74 

MP 0.20 0.31 0.24 0.04 

 

 

第七節  實證結果 

本文所使用的統計軟體為 EViews4，利用 Order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Ordered Probit Model 估算了四條迴歸式。表三的第一條迴歸式的第一項解

釋性變數為事件發生當時的群眾抗爭強度(RESIST)，也就是當期的觀察值；第二

條迴歸式的第一項解釋性變數為相鄰兩期的群眾抗爭強度的加總值(RESIST2)。除

此外，兩條迴歸式的其他解釋性變數維持不變。第三條迴歸式中，本文刪除美國

壓力及全球經濟自由度兩項國際因素的變數，觀察政府對於抗爭回應的天數

(Period)是否與其回應強度有關。 

而第四條迴歸式，本文另將抗爭方式(RESIST1)與參與抗爭的人數(ATTENDANCE)

分別考慮，用以觀察抗爭規模與人數對於政府的回應是否有所差異。 

 



 16 

 

 

 

表三迴歸係數估測值 

變數名稱  迴歸式-1   迴歸式-2 迴歸式-3 迴歸式-4 

RESIST 

 

RESIST1 

 

ATTENDANCE 

 

RESIST2 

 

POLICE 

 

USAP 

 

ANI 

 

AEFI 

 

MP 

 

PERIOD 

 

 

0.3210** 

(0.1374) 

--- 

--- 

--- 

--- 

--- 

--- 

-0.5664** 

(0.2042) 

0.2095 

(0.6336) 

-0.4116 

(0.2797) 

-3.4409 

(1.8816) 

31.6275** 

(13.5486) 

--- 

--- 

 

--- 

--- 

--- 

--- 

--- 

--- 

0.1944** 

(0.0899) 

-0.2516 

(0.1722) 

0.6280 

(0.6031) 

-0.3108 

(0.2822) 

-3.2612* 

(1.8093) 

24.6320* 

(12.6058) 

--- 

--- 

 

0.2673** 

(0.1255) 

--- 

--- 

--- 

--- 

--- 

--- 

-0.4156** 

(0.1903) 

--- 

--- 

-0.6029 

(0.3078) 

--- 

--- 

14.5383 

(13.0135) 

0.0525** 

(0.0257) 

 

--- 

--- 

0.6043** 

(0.2762) 

0.0158 

(0.0280) 

--- 

--- 

-0.6241** 

(0.2684) 

0.4368 

(0.6354) 

0.1273 

(0.2487) 

-4.2198 

(1.8944) 

13.0769 

(11.6476) 

--- 

--- 

γ1 

 

γ2 

 

γ3 

-14.5665 

(9.2434) 

-14.3423 

(9.2427) 

-12.8257 

(9.1927) 

-13.4867 

(9.0708) 

-13.2769 

(9.0699) 

-11.9063 

(9.0367) 

2.5975 

(1.6915) 

2.8695 

(1.7057) 

4.3835 

(1.7824) 

2.5975 

(1.6915) 

2.8695 

(1.7057) 

4.3835 

(1.7824) 

Log likelihood -31.3394 -33.4717 -30.9912 -30.9912 

樣本數 32 32 32 32 

說明：表中括號數值為標準差；“*”表示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10% level；

“**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第一條迴歸式的估計值一如預期，群眾抗爭強度的估計係數在表三出現顯著

的正值。同樣地，警方的現場行動和黨外陣營在國會席次比的估計係數，也都如

預期地分別出現顯著的負值和正值。這表示當次事件的現場情勢和國內政治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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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對抗爭訴求的回應有實質的影響力。 

相對地，國內的經濟發展情勢，以及來自國外的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和美國

的壓力，對於政府的回應強度則未必有影響力。平均所得與政府回應強度之間的

不顯著負關係支持 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 and Yared (2005)懷疑所得和政治

民主化有關的論述，這關係可能出自於平均所得和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都深台灣

對國際經濟的高度依賴有關。這三變數對政府的回應強度的不顯著影響，有可能

來自於數據本身的缺陷。AEFI 能使用五年一次的資料，平均國民所得採用的是估

測的季資料，美方壓力僅使用虛擬變數19，這些都可能讓估測值不穩定。 

不同於第一條迴歸式在於觀察群眾抗爭對政府回應的當期影響，第二條迴歸

式觀察群眾抗爭的長期影響。由於只有觀察 32 期，本文僅加總當期和前一期的抗

爭強度作為政府感受到的群眾抗爭的連續強度(RESIST2)。表三顯示中，第二條迴

歸式與第一條迴歸式的估測結果無甚大差異，此說明本文模型的穩定性。 

第三條迴歸式觀察政府對於抗爭回應的天數與其回應強度有顯著的正相關，

表示政府對於抗爭訴求的回應需要時間考慮。 

而第四條迴歸式中顯示，抗爭方式對於政府回應的強度有顯著的影響，出席

人數對於政府回應的影響則未必有影響力。 

 

利用表三第一條迴歸式的係數和參數之估計值，並令 Φ 為標準常態累積分配

函數，則各期{ iy }的機率可依如下公式估算於下表四： 

 

Prob( 0 | ) Pr( * 1) Pr( ' 1) Pr( 1 ' ) ( 1 ' )y x y x x x        = =  = +  =  − = −  

 
19 美國對於台灣民主化的重視雖然可由新聞資料上得到，然而美國對於台灣多次抗爭遊行多未發

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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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 1| ) Pr( 1 * 2) Pr( 2 ' ) Pr( 1 ' ) ( 2 ' ) ( 1 ' )y x y x x x x           = =   =  − −  − = − − −  

Prob( 2| ) Pr( 2 * 3) Pr( 3 ' ) Pr( 2 ' ) ( 3 ' ) ( 2 ' )y x y x x x x           = =   =  − −  − = − − −  

Prob( 3| ) Pr( 3 *) 1 ( 3 ' )y x y x  = =  = − − 。 

表四 各期之{ iy }的機率估算值 

事件

編號 

y* Pr(y=0|x) Pr(y=1|x) Pr(y=2|x) Pr(y=3|x) 

政府回應抗

爭的行動一

致性 

決策因素 

一致性 

1 2 0.34 0.09 0.49 0.09 Y 0.58 

2 2 0.25 0.08 0.53 0.14 Y 0.67 

3 2 0.21 0.07 0.55 0.18 Y 0.73 

4 3 0.05 0.03 0.45 0.47 Y 0.92 

5 0 0.43 0.09 0.42 0.06 Y 0.52 

6 0 0.71 0.07 0.21 0.01 Y 0.78 

7 2 0.02 0.01 0.33 0.64 n 0.97 

8 2 0.59 0.08 0.30 0.02 n 0.67 

9 0 0.63 0.08 0.27 0.02 Y 0.74 

10 0 0.50 0.09 0.37 0.04 Y 0.59 

11 2 0.13 0.05 0.55 0.27 Y 0.82 

12 3 0.13 0.05 0.55 0.27 n 0.82 

13 0 0.24 0.08 0.53 0.15 n 0.68 

14 3 0.48 0.09 0.39 0.05 n 0.57 

15 0 0.32 0.08 0.50 0.10 n 0.60 

16 2 0.55 0.09 0.33 0.03 n 0.64 

17 3 0.10 0.05 0.54 0.31 n 0.85 



 19 

18 3 0.01 0.01 0.23 0.75 Y 0.98 

19 1 0.38 0.09 0.45 0.07 n 0.54 

20 1 0.10 0.05 0.54 0.31 n 0.85 

21 0 0.67 0.08 0.24 0.01 Y 0.75 

22 2 0.07 0.04 0.50 0.39 Y 0.89 

23 2 0.42 0.09 0.43 0.06 Y 0.59 

24 2 0.55 0.09 0.33 0.03 n 0.64 

25 0 0.67 0.08 0.24 0.01 Y 0.73 

26 0 0.99 0.00 0.00 0.00 Y 0.99 

27 0 0.59 0.08 0.30 0.02 Y 0.67 

28 2 0.07 0.03 0.49 0.41 Y 0.90 

29 2 0.60 0.08 0.29 0.02 n 0.68 

30 2 0.11 0.05 0.54 0.31 Y 0.85 

31 3 0.02 0.01 0.31 0.66 Y 0.97 

32 0 0.24 0.08 0.53 0.15 n 0.68 

 

在表四中，每次事件都可估算出政府在四種選項中選擇回應的個別機率。若

機率值最高的選項與政府實際的選項相同，則稱政府在當次回應中表現出「行動

一致性」，並在表四第七欄以「Y」表之，否則以「n」表之。在 32 期中，出現 Y

為 19 次，出現 n 為 13 次，表示本文模型對於政府的實際回應的預測能力約達 70%。

從另一角度言，若假設本文模型的解釋性變數已完整涵蓋理性決策的各種考量，

則可說政府的實際回應中約有三成機會出現與理性不符合的行動。再就各次事件

而論，政府回應未具行動一致性的抗爭內容 (參見表一) 為：事件 7、事件 8、事

件 12、事件 15 為國會改選，事件 13 為許信良案，事件 14 為台南選舉爭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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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為立法院長改選，事件 17 為三月學運，事件 19、事件 20 為反對郝柏村組閣，

事件 24 為獨台會事件，事件 28 為台獨黨綱處分，事件 32 為兩國兩制遊行。觀察

這些事件，似乎各種抗爭議題都會引起政府非理性的回應；但經過表五分類之後，

本文發現政府回應的理性跟著議題相關的。 

 

表五 政府回應抗爭事件的行動一致性 

 未行動一致性 (n) 行動一致性(Y) 

解嚴  事件 1、事件 3、事件 4 

刑法一百條  事件 26、事件 29 

組黨  事件 2 

直選  事件 5 (北市長民選) 

事件 22 (黃華事件) 

事件 30 (總統直選) 

公投  事件 25 (公投入聯合國) 

事件 27 (高雄公投台獨) 

   

國會改選 事件 7、事件 8、事件 12、事

件 15 

事件 9、事件 11 

選舉 事件 14 (台南選舉爭議) 

事件 16 (立法院長改選) 

事件 31  (花蓮作票) 

三月學運 事件 17 事件 18 

反對郝柏村組

閣 

事件 19、事件 20 事件 21 

   

叛亂 事件 13 (許信良案) 事件 6 (台獨叛亂) 

台灣獨立 事件 24 (獨台會事件) 

事件 28 (台獨黨綱) 

事件 32 (兩國兩制遊行) 

 

 

表五將 32 次事件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抗爭事件包括解嚴、刑法一百條、組黨、

直選、公投等，政府對於這類抗爭事件的回應行為與模型設定的理性假設相吻合；

或者說：政府對這一類抗爭事件的回應能被準確地預測。第二類的抗爭事件包括

國會改選、選舉、三月學運、反對郝柏村組閣等，政府的回應在事件以全新議題

出現時就顯得非理行，但政府同類議題的新抗爭的回應則與模型設定的理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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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或者說：政府對這類議題的初次回應無法被準確地預測，但往後再度回

應時就能被準確地預測。國會改選的抗爭事件由時間點觀察可分為三波：分別為

事件 7 至事件 9、事件 11 至事件 12 與事件 15，其中政府於事件 7 至事件 9 的回

應屬於第二類；而事件 12 政府則加強了回應程度，因此出現行動不一致的現象；

事件 15 則可能因為政府對於此訴求已經進入立法程序而未對抗爭有所反應。其實

第一類事件也可視為第二類事件，因為政府在 1985 年之前即已面對過這些議題，

因此在 1985 年之後的反應就能被準確地預測。第三類事件為叛亂和兩國兩制的議

題，在表五中，政府的回應無法被準確地預測。換言之，政府在回應叛亂和兩國

兩制的抗爭時，其所考慮的因素超出本文模型所假設的理性。 

其次，表四第八欄為決策因素一致性的程度，它以每次事件之機率值最高的

選項的機率和其鄰近較高機率之選項的機率之總和來表示。當這總和值較高時，

四選項的機率成單峰分佈，這不會給政府帶來決策上的苦惱；相反地，當總和值

較低時，四選項的機率成雙峰分佈，這將給政府帶來決策上的苦惱。假設以 0.80

視為決策因素一致性的底線，則在 32 次事件中，僅 12 次的回應屬於決策因素一

致性。如果進一步以時間將 32 次事件分成較早時期的 16 次事件和較晚時期的 16

次事件，本文發現較早時期僅有 4 次的回應屬於決策因素一致性，遠低於較晚時

期的 8 次。這結果顯示政府在回應抗爭事件上，能不斷從經驗中累積出來決策的

因素一致性。 

在個別事件上，如事件 1 之 519 解嚴遊行、事件 5 之北市長民選遊行、事件

10 之農民請願、事件 14 之台南選舉爭議、事件 19 之反對郝柏村組閣遊行、事件

23 之抗議資深立委修憲等都非決策因素一致性。本文認為這些不一致可以由抗爭

訴求來解釋。事件 1 之 519 解嚴遊行為美麗島事件之後七年第一次大規模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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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於決策上需學習調整；事件 5 之北市長民選為當時新要求的訴求，因此

政府在面對新的議題時，在決策上會有所晃動；事件 10 與事件 14 之農民請願、

事件 14 之台南選舉爭議的事件，政府在不回應與稍為回應之間猶豫，這次農民請

願要求全面農保最後失控爆發衝突，而台南選舉爭議也引起嚴重衝突，都讓政府

決策上有所猶豫，而台南選舉爭議為選舉弊端上的問題，政府在面對決策與行動

時，都出現不一致的現象；事件 19 之反對郝柏村組閣遊行行動中的第一回，政府

面對抗爭的決策必須學習調整，在事件 20 與事件 21 連續的反對郝柏村遊行之後，

就可見到政府決策的一致，顯示政府面對一個新問題時，必須學習並調整至適合

的路線。這些觀察和上述的行動一致性相當類似。 

   

第八節  結論 

   本文以奧地利學派的企業家概念出發，說明台灣的威權體制在政治企業家不斷

的嘗試與行動下逐步走向民主的政治民主化運動過程。政治企業家都設有實現的

目標，有時能實現，有時未必。然而，政治企業家在作為整個政治民主化運動的

一個環節，其成功固然能打通筋脈，其失敗也會踏出小徑。政治民主化運動是一

種文化演化過程，其成果來自於一代又一代政治企業家的創新和行動，其結果也

未必會第一代政治企業家的目標吻合。本文說明了這些政治企業家如何藉由一次

又一次的調整，凝聚民眾的支持，發展出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最關鍵的「暴力

邊緣路線」。 

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暴力邊緣論的有效性：當黨外陣營有能力把抗爭群眾推

至激情邊緣又停在紅線之內時，群眾抗爭的強度愈大，政府回應其訴求的強度也

愈高。政治民主化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和回應中發展。這過程在短期間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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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完全理性，就如上節討論的：政府在面對農民請願遊行及資深立委退職問題時

便出現了行動與決策不一致的現象，但資料也顯示政府面對新訴求時，雖一開始

有決策或是行動上的不一致，但很快對於相同的議題或同性質的訴求，皆可調整

的很穩定而使決策與行動趨向一致。換言之，政府亦由每次的群眾抗爭中學習並

找到適切的回應方式。如果將每一次的政府回應視為政府對權力的重新界定，可

以看出暴力邊緣論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意義是這樣：在短期，人民願意接受威權

政府重新界定的權力，政治企業家則發現人民其實想要更多；在長期，人民和威

權政府都了解權力的重新界定影響深遠，而暴力邊緣路線是雙方認定為一種尋找

邊際調整的互動方式。「暴力邊緣」有時會在文獻中被提及，但都只被視為口號而

輕易帶過。本文從理論論述暴力邊緣論的意義並從實證驗證其有效性。 

南韓也是由威權體制轉型至民主，其群眾的抗爭方式遠比台灣激烈。20 南韓

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是否亦屬於另一型態的暴力邊緣論，這值得我們去探討。此外，

中國大陸正積極於發展經濟，而其政治發展則停滯不前。由於其經濟發展和威權

政體並存，其發展模式和台灣經驗甚為類似21，那麼，台灣在政治民主化運動中採

行的暴力邊緣論是否有任何值得借鏡之處？的確，這同樣也是值得我們探究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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